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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贫穷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 , 但人们

对贫穷的看法却千差万别。 中世纪的基督徒认为贫

穷即为神圣 , 圣徒必定是穷人。 卢梭以来的浪漫主

义者以世俗哲学的方式复活了中世纪的贫穷观。他

们宣称贫穷现象是社会造成的 ; 国家要像仁慈的父

亲一样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。在这样一种贫穷

观念的指导下 ,种种公有制的社会实践产生了 , “从

摇篮到坟墓” 的社会福利制度出现了 , 但结果并不

尽人意。撒切尔夫人认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已使英国

成为一个 “依赖的社会”。她呼吁要 “把英国从一个

依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自立的社会”①。

历史上总有人不为 “高尚的谎言”所惑。 16、 17

世纪英国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就是这样的

一批人。他们坚持基督教文化中的另一传统 , 即人

有 “道德自主”。一个人是贫是富取决于自身的选择

与努力。因此 ,他们宣称贫穷主要是穷人本身懒惰、

不知节俭或缺乏远见等原因造成的 ; 治理贫穷的根

本途径在于教育 , 在于改造人。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

导下 , 英国制定了一套寓人的改造于救助之中的

“济贫法”。 “济贫法” 一直沿用到 1834年 , 不仅大

大减轻了英国近代化过程中贫民的痛苦 , 而且有力

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发展。

但是 , 理性的人道主义常常受到不负责任的情

感主义者的批评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, 随着所

谓的 “社会主义运动” 在英国蓬勃兴起 , 16、 17世

纪的贫穷观念成为时髦的 “左” 派史学家攻击的目

标。著名的费边主义者 R. H. 托尼认为 , 这种贫穷

观念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 , 它体现了 “彻头彻尾

的商业原则” , 泯灭了人类 “天性同情的冲动”。 因

此 , 他宣称当这种以清教伦理出现的贫穷观念在

1642— 1660年的革命中付诸实践时 , 英国的 “私人

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都蒙受到巨大的打击”②。著名

的 “马克思主义”学者克里斯托弗·希尔引用 18世

纪的经济史学家索罗尔德·罗杰斯的话说: 济贫法

“救助贫困无助者的冲动仅仅是环境压力之下自然

的、 不可避免的选择 , 而不是由于善心的指引”。希

尔继续说: “通过着重强调懒惰邪恶和自助的重要

性 , 新教神学强化了置穷人于贫穷状态于不顾的冷

酷态度。”③不过 , 早在 60年代 , 这些带有明显先入

为主之见的、 简单化的观点就受到了实证主义史学

家的质疑。 A. L. 贝尔发现清教革命并没有摧毁斯

图亚特王朝的济贫制度。他对沃里克郡 “济贫法”实

施情况的调查表明 ,在清教统治最严厉的 11年 , 即

1649- 1660年 ,该郡的公共救济比革命前的 11年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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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 1630- 1641年增长了 3倍④ , W. K. 乔丹翔实的

调查表明 ,宗教改革后的 1540- 1660年是英国历史

上私人慈善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 , 新教不是窒息了

基督徒天性同情的冲动 , 而且唤醒了他们早已麻痹

的良心。⑤那么 , 16、 17世纪英国对待贫穷问题的态

度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? 新的贫穷观念对于英国贫

民产生了哪些影响? “济贫法” 果真冷酷无情 , 毫无

慈善之心渗于其中?这些问题是本文所力图探讨的。

一

“爱上帝、 爱邻人” 是基督教的两个基本信条。

但在实际上 ,由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个抽象的、超

自然、 超经验的神 , 信徒们往往把对上帝的爱具体

化为对邻人的爱。 然而在中世纪 , 由于教会的说教

和仪规 , 基督徒的爱心受到了蒙蔽。

中世纪的教会宣扬 “善功得救” , 因此 , 行善、

施舍不再是爱心的自然表露 , 而是个人进入天堂的

必需条件。当信徒们被罚入地狱的恐惧驱赶到机械

性的行善活动中去时 ,他们的爱心已经沦落为自爱。

中世纪的教会声称 ,贫穷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 ,

因为它为千千万万渴望拯救的信徒提供了施舍的对

象: 穷人。教会人士说给穷人施舍就是给上帝谢恩 ,

因为人们无法直接贡奉上帝或基督 , 上帝就特选一

批穷人作为他的替代和受纳人。因此 , “无论给予他

们什么样的帮助 , 都是给基督本人。”
⑥
穷人本身也

是中世纪最高美德——谦卑的化身。因此 , “穷人是

圣洁的”⑦ , 他们的祈祷最为上帝所喜。历史学家们

认为 ,中世纪的善事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施舍问题 ,

“它首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……一种馈赠关

系”⑧。 17世纪初年 , 一位带有中世纪意识的英国国

教牧师在布道中为这种馈赠关系作了很好的注解。

他说: “富人通过施舍赈济穷人 ,否则穷人就会挨饿 ;

但穷人通过向上帝祈祷回报更多 , 富人因此在今世

更有福份 , 而且还会获得来世永生。”⑨

中世纪教会的说教对于信徒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1463年 , 英国伯里的一位施主留下遗嘱 , 要将一笔

遗产分给穷人。这笔遗产任何人都可以领取 , 但唯

一条件是他们必须出席他的葬礼 ,并 “为他祷告”10。

施主的功利目的跃然纸上。 1598年 , 当斯塔福德郡

的治安法官首次征收济贫税时 , 地方名流托马斯·

沃尔斯利爵士上书抗议。他的理由是济贫税 “几乎

拿走了我所有用于施舍的东西”。他威胁道: “没有

施舍的人是得不到拯救的 , 我要是来世不幸 , 我会

让你们承担罪责的! ”11沃尔斯利反对有组织的济

贫 , 坚持面对面的施舍 , 是因为后者能使他得到穷

人的祝福。

由于中世纪的施主关心的是自身灵魂的救赎 ,

因此 , 他们不在乎接受救助的是谁 , 也不在乎施舍

出去的物品是否达到了济贫的效果。 1591年 , 一位

匿名作者以怀旧的笔调描述了宗教改革前英国修道

院的善事活动: “每日 ,他们在大门口将大量施舍物

发放给每一个前来领取的人 ; 不仅如此 , 每一个路

人都得到食宿款待和馈赠的银两。 没有人询问他从

何处来 , 欲往何处去”12。这说明修道院的施舍是不

分对象的。中世纪私人善事的主要形式是出殡时的

打发 , 而这种打发是任何人都可以领取的。

不分对象的施舍造成了一种不良后果 , 这就是

鼓励懒惰。没有人天性勤劳 , 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是没有生存的压力 , 没有道德和制度的约束 , 人

人都会怠于劳作 , 贪于安逸。 中世纪的施舍起到了

这种作用。它不仅为不劳动者提供了浮食 , 而且为

他们安享他人劳动成果提供了道德依据。四出乞讨

的托钵僧更是以身示范 , 开风气之先。 于是 , 中世

纪的欧洲出现了一个流动奔食的职业乞丐阶层 , 当

时人称他们为 “流浪汉”。他们的人数之多可以从下

一事例中看出。 据记载 , 肯特郡的一个葬礼吸引了

远近贫民和乞丐。主人在盛情款待之后又给每人两

便士打发。入夜 , 附近的穷人相继离去 , 主人为远

道而来的乞丐准备了一个巨大的仓房作过夜之用。

留下来的男男女女达 280人之多。 他们在那里寻欢

作乐 , 结果 , “葬礼变成了酒宴 , 狂食暴饮取代了斋

戒 ,打情骂俏掩埋了悲哀”。13在意大利 ,中世纪的遗

风一直保存到 19世纪末。据当时人记载 ,众多的教

堂和教会慈善机构门外挤满了 “职业乞丐和他们的

子女 , 他们安于靠施舍过日子 , 却不愿工作。”14

中世纪晚期 , “流浪汉”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

问题。 14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 “黑死病” 造成至少

1 /4的人死亡。劳动力奇缺 ,但乞食寄生的人口却有

增无减。 此外 , 英法 “百年战争” 结束后 , 大量士

兵解甲不归田。 他们加入到流浪汉队伍 , 使得职业

乞丐变得队伍更加庞大、 对社会更具危险性。一位

当时人写到: “如果到强壮的自耕农和农场主家去乞

讨 , 他们总是三、 五成群。他们通常是由于 [施主

的 ]恐惧而不是善心得到施舍的”
15
。一首旧时的摇

篮曲反映出当时人的感情 , “听! 听! 乞丐进村了。

有人给他们白面包 , 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, 还有人给

他们上等马鞭 , 好让他们去别的地方”
16
。这样一支

人数众多并具有威胁性的流浪汉队伍的存在 , 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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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,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。

英国于 1349年、 法国于 1350年、 卡斯提尔于 1357

年先后颁布了惩治流浪汉的立法。一些虔诚的基督

徒也对教会不分对象的施舍提出了批评。 1391年一

位名叫斯温德比的劳拉派信徒呼吁 “不要给无耻的

乞丐施舍 , [他们 ]身强体壮 , 足以自谋生计”17。但

是 , 由于 “善功得救” 的观念未变 , 人们仍然把施

舍作为获救的途径 ,打击流浪汉的活动难收实效。英

国的印刷商兼小册子作家罗伯特· 克劳利在 1550

年写下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人的矛盾心情。他在揭

露了乞丐们的种种恶行之后 , 提醒读者:

　继续给所有人施舍

　　不要有任何犹豫 ,

　尽管乞丐邪恶

　　但你会得到回报。
18

不分对象的施舍并未给真正贫穷的人多大帮

助。真正贫穷的人大多是老弱病残者 , 他们行动不

便 , 不可能像身强体壮的流浪汉那样四出奔食。宗

教改革时期 , 一位反对解散教会救济院的政论家也

承认: “身强体壮的乞丐从那里拿走了善良人们的全

部供奉 , ……可怜的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只是从他们

那里分得一些残羹剩渣。”
19
1655年 , 一位名叫托尔

斯·富勒的教会史专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: “修道

院只是供养了他们制造出来的穷人”20。

二

从 16世纪上半叶开始 ,欧洲 ,尤其是英国对待

贫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变化的原因有二:

一是环境的压力 ,二是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。16、 17

世纪是欧洲历史上贫穷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。 在欧

洲人口周期中 , 16世纪是一个高增长期。据估计 ,英

国的人口在 16世纪增长了 75% , 甚至 1倍
21
。人口

增长导致地狭人稠 , 劳动报酬递减 , 越来越多的家

庭入不敷出。 16世纪各种流行性疾病再度肆虐 ;

1586- 1587年 , 1597- 1598年 , 1622- 1623年 ,英

国接连出现饥荒 , 标志人口危机到来。人口增长和

贫穷问题的联系已为不少当时人所察知。 17世纪中

叶马修· 黑尔爵士在论及 1598年 “济贫法”颁布的

原因时说: “那时 ,王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人口

稠密 , 与此同时 , 穷人也大量增多”
22
。

人口增长不是贫穷问题的唯一原因。 16、 17世

纪也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时期。在这一时期

英国经历了圈地运动。 即使在那些未受圈地影响的

地区 , 贫富分化也十分剧烈。 1524年 , 埃塞克斯郡

特林村的雇工和茅屋农只占人口的 27. 6% , 但到

1617年他们所占比例约上升到 50. 8% 23。

中世纪的济贫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增长的贫穷问

题的压力。如前所述 ,中世纪的善事已经仪式化 ,它

关注的是施主的灵魂救赎 , 而不是贫穷本身 ; 它在

济贫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贫穷。中世纪的济贫制度

也是毫无效率的。教会组织占有欧洲土地的 1 /3,并

拥有什一税收入 , 按照传统它们应将其收入的 1 /4

或 1 /3用于济贫。但是 , 由于教会本身寄生人口的

增长 , 加上文艺复兴以来教会组织日益世俗化 , 宗

教热情衰退 , 它们用于穷人的经费大幅度下降。 到

宗教改革前夕 , 连那些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会救济

院也只是做做 “非常勉强的施舍样子”24。私人的善

事是零散的、 随意的 , 而且在 14、 15世纪同样受到

了宗教热情下降的影响。 因此 , 改革中世纪的济贫

制度已势在必行。

16世纪风靡西北欧的理性主义思潮为改革提

供了思想基础。这股理性主义思潮发源于 14、 15世

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,但当它于 16世纪初传入

西北欧后却被用于不同的目的。在意大利 , 理性主

义是人文主义者批判的武器 , 用于个性解放。但在

西北欧 , 理性主义却被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受基督

教人文主义影响的新教徒用于社会重建。他们力图

建设一个被称之为 “ commonw eal th” 的理想社会。

“ commonw ealth” 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全体国民构成

的基督教道德共同体 , 本文译为 “统一体”。基督教

道德共同体的理想源于中世纪。按照这种理想 , 社

会是一个有机体 , 由功能各异 , 但相互依存的社会

各等级构成。在这个有机的社会中 , 君主是头 , 地

方官员是眼 , 工匠是手 , 农夫是脚。 16、 17世纪 ,

“统一体”思想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君主的支持下广泛

传播 , 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“统一体”思想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到对待贫穷

问题的态度。首先 , 中世纪的教会将天国与人世对

立起来 , 宣称人世间充满邪恶与不幸 , 人们只有毫

无怨言地走完痛苦的人生 , 才能在来世安享太平和

幸福。对于他们来说 , 贫穷是进入天国之前的必要

修炼。但是 , “统一体”思想家却要将上帝的天国建

造于人世 , 因此 , 他们主张改造社会 , 去掉人世间

的邪恶和不幸。 在理想的 “统一体” 里 , 贫穷是没

有存在余地的。威廉· 马歇尔于 1535年宣称贫穷是

万恶之源 , 它导致疾病、 瘟疫以及各种犯罪25。托马

斯· 罗爵士宣称 “贫穷是最大的耻辱”
26
。

其次 , 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成员 , 每一个人都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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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努力工作 , 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。 如果某些

人懒惰 , 就会影响到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行 , 这就

如同生物有机体中某些器官坏死一样。因此 , 懒惰

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过失 , 而且是对社会犯罪。 在人

类历史上 , 大概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 16、 17世

纪的英国人那样憎恶懒惰者。 著名的清教神学家

W.帕金斯称乞丐是 “贼和强盗 ,因为他们从教会和

国家偷取他人的劳动”
27
。清教牧师 J. 多德和 R. 克

利弗宣称: “对于那些身强体壮 , 以乞讨和流浪为生

计的无耻之徒 , 应给予严厉惩罚并使他们工作 ; 没

有赡养接济他们的必要 , 因为使徒说过: `不劳动者

不得食’ 。……对这些人最大的仁慈是帮助他们摆脱

罪孽 , 方法是给予他们工作或适当的处罚 , 使他们

最终愿意劳动并能够自食其力。”
28

第三 , 社会有机体中各等级之间、 各成员之间

是相互依存的 , 有着彼此扶持的义务。富人有责任

救助真正的穷人 , 作为社会有机体头和眼的君主和

地方官员更应如此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 , 都

铎、 斯图亚特时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从教会手中接

过了济贫的职责 , 这是人类历史上有组织济贫的开

始。

新教为 “统一体” 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, 即不

求回报的爱。新教徒反对 “善功得救” , 强调重要的

是内心的爱 , 而不是外在的行为。一段据信是由国

王詹姆士说出的话反映了这种思想: “如果施舍只是

为了个人的名声 , 这是不道德的。因为任何没有信

仰的空洞行为都是罪孽”29。著名的清教神学家 W.

珀金斯说: “不是施舍的物品 ,而是施主的慈悲之心

……才使得施舍成为真正的善事。”
30

但是 , 反对善功得救并不是反对善功。尽管新

教徒不把行善作为上天堂的途径 , 但他们同样有理

由重视善事。 首先 , 行善是基督徒的职责 , 用清教

徒的话说 , 是他们的 “天职” 之一。 新教徒继承和

发展了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· 阿奎那关于富人是

上帝受托人的思想。按照这种思想 , 他们只不过是

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的财富。 S. 伯德在 1598年写

道: “人们之所以不愿施舍 ,是因为他们认为财产是

他们自己的。 他们没有考虑到自己只是上帝洪福的

执掌者 , 即受托人”
31
。他们还引伸说富人是 “穷人

的司库” ,理应从自己受托管理的财产中支付部分给

穷人。珀金斯说: “穷人有权享有任何人财产的一部

分 , 这是上帝的意愿。 因此 , 要是他们不经四处奔

走、 乞讨或呼号就得不到救助的话 , 将是一件可耻

的事。”32

其次 , 行善是 “上帝的选民” 的标志。 英国新

教徒信奉加尔文教。 加尔文教的核心是 “双预定

论”。按照这种神学观点 ,在人们出生之前上帝就已

经预定一部分人将蒙受其恩典 , 受到拯救 , 另一部

分人则将被抛弃 , 受到永罚。 由于上帝对自己的决

定秘而不宣 ,人们无法探知自己身后的命运。但是 ,

人们可以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蒙受恩典的迹

象。 因为蒙受恩典的人有圣灵指引 , 会自然而然地

履行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。清教牧师理查德·里克

斯认为信仰和善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, 一

方是另一方的验证。 他进一步宣称基督教是 “由实

践而不是由理论构成的”。因此 , 归根到底 , 是我们

的善行 “使得我们的选民身份确凿无疑”33。不少清

教史专家认为由于清教徒注重善行在验证信仰方面

的作用 , 他们事实上回到了 “善功得救”
34
。比如约

翰·唐纳姆在 1616年写道: 通过行善 “我们能够确

知上帝的恩召和拣选 ,” 而且 “由于这些善行 , 我们

在获救的路途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”
35
。

三

上述新思想、新观念深深地影响到 16、 17世纪

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私人

慈善事业。

首先 , 英国的济贫不再是不分对象的 , 而是要

经过区分与鉴别。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杜绝人为的

贫穷 , 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用

到真正需要的穷人身上。 他们将穷人分成 “自愿贫

穷者” 和 “失去劳动能力的人” 两大类。 前者是

“危险的” , 应予打击 ; 后者是 “值得同情的” , 应予

救助。为了使社会救济落入 “失去劳动能力的人” ,

而不是 “自愿贫穷者” 手中 , 他们将中世纪的户外

施舍改为救济上门。 乞讨被明文禁止 , 真正困难的

人将在原籍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和邻人的帮助。

16世纪的英国颁布了更为严厉的 “惩治流浪汉

法”。 1531年的法令规定流浪汉要受到鞭笞 ,然后遣

送回原籍 ; 1547年的法令规定流浪汉要罚做两年奴

隶 ; 1572年的法令规定要在屡教不改的流浪汉耳垂

上烙上一个大写的 “V”字 ( “流浪汉”的缩写 ) , 作

为羞辱的标志。 这些法令过于严酷 , 实际上很少付

诸实施。 但这些法令以近乎极端的方式表明了政府

和社会不再姑息的态度 , 对于那些习惯于靠他人施

舍为生的寄生阶层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。

遣送回原籍的流浪汉该怎样安置? 1576年的法

令规定每一个市镇提供专项资金和原材料 , 用以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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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贫民工作 ; 每个郡设立一个 “劳教所” , 强制性改

造那些拒绝工作的流浪汉。“劳教所”和劳动改造的

原则在 1610年的法令中得到进一步重申。劳教制度

是一项创举 ,它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。17

世纪初 , 大法官科克宣称这是一项 “杰作”。这项制

度是如此的行之有效 , 以至于在治安法官和其他地

方官员认真将之付诸实施时 ,“英格兰的任何地方都

见不到一个流浪汉” ; 但是 , 一旦 “治安法官和其它

官员稍有松懈 , 流浪汉就蜂拥再现”36。 1632年 , 斯

塔福德郡的治安法官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将兴办劳

教所作为他们最值得骄傲的政绩之一。“我们郡有两

个劳教所。它们位于交通便利的地点 ; 拥有充足的

物质储备 , 适于安置穷人就业。 此外 , 郡里还每年

提供一笔资金 , 用以弥补各项短缺和犒偿辛勤工作

的劳教所主管人员。”
37

其次 , 用有组织的社会救济代替教会施舍。这

一转变开始于宗教改革时期。 1536年 , 政府宣布解

散年值 200英镑以下的小修道院 , 同年底政府颁布

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“济贫法”。该法令规定每个

教区设立两位济贫官员 , 他们负责募集捐赠 , 然后

分发给本教区失去劳动能力的贫民。 1572年的法令

首次引进 “济贫税”。法令规定郡治安法官登记每个

教区 “年老体弱 , 失去劳动能力的穷人” , 然后根据

他们的需要向教区 “所有的居民” 征税。 治安法官

有权将拒不纳税者投入监狱。 1598和 1601年的法

令对济贫政策作了进一步修订。 根据上述法令 , 每

个教区任命 2- 4名 “贫民监护人” , 他们负责救济

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 ; 给有劳动能力的贫民

安置工作 ; 安排和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学徒。 所有

费用均来自向教区里“每一个居民和土地占有者”所

征收的济贫税。贫民监护人有权扣押抗税者的财产。

至此 , 英国在中央和郡政府监督之下 , 由各教区自

行负责的济贫制度最终确立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

的有组织的常规济贫制度。 1793年 , 兰开夏郡首席

治安法官托马斯· 马特沃恩·贝利曾自豪地说: “在

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穷人得到过像我们这里

如此充足的供养。我们每年都征收数额巨大的资金 ,

用于他们的开支……。 他们远不是处在依赖个人施

舍和怜悯的状态 , 因为法律是强制性的。 所有纳税

人都必须为济贫出钱 , 掌管这笔资金的官员有责任

向每位处于困境中的贫民伸出援救之手。”38

除了常规性救济之外 , 英国政府还对受到自然

灾难袭击的灾民提供紧急援助。 16、 17世纪是西欧

饥荒和瘟疫的高发期 , 由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

行之有效的措施 , 使得灾情控制在局部范围。一些

从事英国和大陆欧洲灾情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因此

宣称 ,英国在 16、 17世纪已经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

的 “人口陷井”
39
。在饥荒年间 , 政府的主要措施之

一是督使富人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。都铎、 斯图亚

特王朝颁布法令 , 要求暂居伦敦和其它大城市的乡

绅回到乡下 ,带头赈灾。不少富人响应政府的号召。

在 1597年饥荒最严重的 3个月份 ,巴克赫斯特勋爵

购买了价值 154英镑的进口黑麦 , 分发给家乡苏塞

克斯郡 6个村的饥民。乔治·雪莉爵士在 16世纪末

的饥荒中 , 每日在家门口救济 500饥民。在度过了

17世纪 2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饥荒之后 , 诺森伯兰

地方政府于 1625年报告: “要不是乡绅和其他人的

救济 , 这里的许多穷人都会饿死”
40
。

在瘟疫发作期间 ,政府采取严格的隔离政策 ,以

防止其蔓延。隔离区染病的贫民将得到救济金和救

济物品。在 1638年的一次瘟疫中 , 雷丁隔离区的贫

民每人每天得到 4便士的救济金。 所需费用部分来

自特征税 , 部分来自私人捐赠。小规模瘟疫的救援

工作由教区或郡自行负责 , 大规模的救援工作则由

中央政府统一部署。 1630年剑桥 2800人染疾 ,中央

政府要求各地救援 , 仅伦敦一地就提供了数千英镑

的救济金41。

第三 , 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。无论是 16、 17

世纪英国的公共福利 , 还是私人善事都体现了这样

一个原则: 济贫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穷人自立。 1598

年的法令要求 “贫民监护人” 提供原材料 , 用以安

排穷人就业。这一法律条款得到广泛实施。 有的地

方提供原材料 , 让穷人在自家从事生产 , 有的地方

则将穷人组织起来。 1635年主管林肯郡小荷兰地区

的治安法官报告说: “我们所有的几个教区都有一笔

用于购买原材料的市镇经费 , 一个贫民习艺所 , 一

位主管和一些设备。 大约两百多名穷人被安置就

业”42。

治本的愿望在 16、 17世纪的私人善事中表现得

尤为明显。弗兰西斯·巴林顿爵士捐赠一笔资金 ,用

于安置穷人就业。他宣称其目的是 “使他们不再出

没于酒店 , 闲荡于大街和干些侵犯他人财产的事

情。”43越来越多的施主不再施舍钱物 , 而是为穷人

创造工作机会。 伦敦商人威廉·帕克在遗嘱中给他

家乡沃索尔的穷人留下 200英镑 , 用于购买 “原铁、

羊毛、亚麻和诸如此类的材料” , 以便使 “该教区的

每一个穷人就业”44。

综上所述 , 16、 17世纪英国有关贫穷问题的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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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和观念是一份内容丰富的思想遗产 , 决非 “冷酷

无情” 一类片面之词所能涵盖。 当然 , 任何一种社

会思想和社会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, 它们需要在

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。英国 16、 17世

纪有关贫穷问题的观念和政策也是如此。 例如 , 济

贫法在区分穷人时没有充分考虑失业可能造成的影

响 ;惩治流浪汉的法律过于严酷等等。尽管如此 , 16、

17世纪英国社会所提倡的自助精神、社会责任感和

理性主义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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